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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土地征收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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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驱动和“民众诉求”推动两种。温州“民众诉
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典型特点是政府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

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

工”的经济环境，使得被征地农民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温州征地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民众

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本质是“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具有民主性、回应性、责任性特

征，有利于化解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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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塞缪尔·亨廷顿（２００８）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
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

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

着动乱。”“亨廷顿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化”

过程是一个社会实现“现代性”的“阵痛期”。同理，

“城市性”能够带来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城市化”则

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丧失合

法权益的社会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城市化建

设”或影响“社会稳定”，像２００８年甘肃“陇南征地拆
迁”群体性事件、２０１０年江西“宜黄自焚事件”、２０１１
年云南“绥江村民不满征地安置的堵路事件”等。因

此，深入研究城市化中土地征收改革的模式问题，寻

求科学合理的改革路径，有助于实现城市建设中土地

征收科学化、理性化、和谐化地进行。

依照城市建设驱动力的来源，城市建设主要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需求驱动的“建

设城市”模式，其动力主要源于社会公众对城市扩建

的需求，由社会公众影响政府去开发和建设城市；另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部门需求驱动的“城市建设”

模式，其动力主要源于政府部门依靠城市扩建来解决

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需求，由政府主动提出并倡导

社会公众去开发和建设城市（王华华 等，２０１２ａ）。事
实上，城市建设的两种模式也包含着相对应的土地征

收改革模式：一是“民众诉求”①推动式的土地征收改

革模式。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需求推动的“建设城

市”模式中，其土地征收典型特点是：利益分配反映民

众诉求，被征地群众对于“建设城市”持一种赞成、支

持的态度，民众诉求能够有效地推动政府土地征收政

策的改革，使得土地征收政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合

法化；二是“政府主导”驱动式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

在自上而下的政府部门需求驱动的“城市建设”模式

中，其土地征收典型特点是：利益分配反映政府意愿，

被征地群众对于“城市建设”持一种被动、消极的态

度，其土地征收政策执行的阻力主要源于利益分配受

损的被征地群众，能否改革成功关键还在于被征地群

众的“民众诉求”是否被满足。

目前，我国城市化类型主要是后一种，即政府驱

动“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建设”模式。一方面，在“城

市建设”模式下取得了巨大的城市化政绩；另一方面，

也在“城市建设”模式下激化了“建设用地”与“农业

用地”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矛盾（温铁军 等，

２０１１）。为了解决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难题，学术界
开始了不少关于土地征收改革模式的研究。当前，学

术界对于自上而下“政府主导”驱动式的土地征收模

式研究较多②，而对于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推动式的

土地征收模式研究较少③。而温州城市化中的土地

征收改革实践，充分体现了“民众诉求”推动的特点，

既有其成功的独特性，又有可以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

的共性。因此，为弥补有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温州

土地征收改革实践为案例，科学总结温州土地征收改

革的成功经验，研究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

地征收改革模式，以期能推动有关理论研究，并为土

地征收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二、温州城市化中的土地征收改革实践

１．温州将军村征地的实践：自下而上“民
众诉求”的推动

鹿城区是温州市城市化建设的典型成果之

一。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由于温州民间社会的成
长，迫切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以“造城”来满足居

民对于城市生活与发展的需要，温州市鹿城区的

规划建设因此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当时温州市

鹿城区城市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如下几方

面：（１）制度层面上，历史规划欠科学，政策执行欠
合理。在法制建设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经

济运作的“盲目性”特征，使得早期温州市鹿城区

的城市化建设缺乏科学规划，越权批地、乱占耕

地、侵吞耕地的问题较严重，造成了工商业用地与

农业建设用地比例严重失衡。（２）环境层面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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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民众诉求”有其特定含义，是指在城市化中涉及土地征收的民众，基于承担的城市化代价而提出的与代价相当的、符

合理性的合法性“诉求”，主要包括资源权诉求、生存权诉求、发展权诉求等。

既有研究成功模式的，像重庆“地票”交易征地模式（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保护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的土地征

收模式，即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把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前提，从乡村取得土地必须还利于民，使得城乡建设融合发展）；又有研究

经验教训的，比如甘肃“陇南征地”、广东“乌坎征地”等（蔡继明，２００９）。
由于这方面成功的典型案例很少，导致了对其研究的匮乏。



地质量整体下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缺乏整体

科学规划的城市建设后果之一，便是土地利用质

量的整体下降，城区环境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易

千枫，２００８）。（３）利益层面上，市场主体维权意识
强，城市规划利益协调难度大。温州是一个民间社

会强大的城市，鹿城区进一步的城市化建设，必然

涉及土地资源利用的调整问题，也就必然涉及包括

城市居民、边缘区农民、外来务工人员、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个体户、社会中介组织等各个市场主体

切身利益。如果土地征收的利益调整不到位，将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如何在城市化建设中建立“深入了解土

地征收的民情、充分反映征地利益的民意、广泛集

中征地方案的民智、切实珍惜城市建设的民力”的

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规

划与土地征收更加理性化、科学化、民主化、合法

化，显得颇为重要。温州鹿城区的城市化建设实

践，充分反映了被征地群众的“民众诉求”，创造了

一种自下而上、民间要求的保护被征地群众自身合

法权益的土地征收模式，即温州“返还地”模式。其

中，温州市鹿城区“将军村”的土地征收实践，是“返

还地”模式的典型（见表１）。

表１　温州市鹿城区将军村土地征收改革实践

　　温州将军村在鹿城区旧城改造建设的土地征
收中，自下而上、自发要求“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即

在土地征收中不是获得“社会补偿”，而是“社会赔

偿”；不仅是静态的征地拆迁款，而且是动态的征地

政策优惠保障；既能够保证征地后的“生存权”，也

能够保证进城后的“发展权”（王华华 等，２０１２ｂ）。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

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的规定，将

军村村民合理提出关于“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方案

的具体建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土地用益物权。将

军村村民主要提出了三点“民众诉求”：（１）土地征

收的社会赔偿方案应由全体村民会议表决，认为村

委会只是土地征收中的“中间组织”，不具有掌握土

地征收赔偿款使用和分配的权力，以避免村两委组

织腐败的问题；（２）土地征收的社会赔偿款和土地
征收福利，应按照村民持有土地的份额进行等额划

分，以保证分配的社会公正性；（３）土地征收应实现
“土地”换“福利”的基本目标，并认为土地征收应按

照“现金补偿＋返还地安置”的方式进行，以保证村
民对土地的需求。温州将军村村民的“民众诉求”

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成功地用１０亩农业用地换来了
５亩非农业用地（即“返还地”），同时获取了与外界
一样的土地征收赔偿款，既“保护”了自身的合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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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益，也为其农民市民化的身份转型创造了物质

条件。

结合将军村征地实际情况，“民众诉求”对温州

市政府土地征收改革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１）厘清村两委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
关系。由于村两委组织的政治权力，较易获得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盈利收入，进而侵害到村民合法收

益，使得农民与村两委、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

之间的利益关系紧张；化解村两委政治组织与村集

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土地征收政策政治

层面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２）农民土地用益物权
收益保护的问题。一般而言，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

权和耕作地承包使用权，这两类土地的使用权是保

障“农民应该享有土地用益物权收益”的法律权利

的基础，也就是农民的“命根”。城市化建设中的土

地征收不应该用低代价的方式征收农民“保命”的

土地，而应该保护农民土地的用益物权，使农民能

够在征地后获取较为公正的收益，以提高农民征地

后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城市建设的“品质”。

（３）保护进城农民土地需求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

进城农民都愿意丢掉土地而转型去务工，答案显然

不是完全肯定的。因此，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

中，必须重视进城农民中“愿意继续务农、善于务农

的农民的土地需求”问题，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下“户

籍身份”与“土地资源权益”捆绑的问题。温州鹿城

区将军村村民对于“置换地”的需求，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了这个问题。

２．温州“三分三改”的实践：政府回应民
众诉求的改革

当前，“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政府都把

“社会稳定”与“民生幸福”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政绩

考核内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

久安。２０１１年，温州市政府总结了鹿城将军村等地
土地征地改革的经验，主动提出以“三分三改”为主

要内容的“理性化的土地征收，科学化的城市建设”

发展政策（见表２）。这既是对被征地群众“民众诉
求”的积极回应，也是“自下而上”由“民众诉求”推

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的真正形成。

表２　温州市“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①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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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温州市政府希望通过“三分三改”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努力把温州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优美“三生融

合”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满足温州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求。



　　由表２可知，温州市实施以“三分三改”为政
策主体内容的土地征收改革尝试，实际上是回应

“民众诉求”、保护被征地群众自身合法权益的土

地征收模式。这种政府受“民众诉求”推动、保护

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城市化土地征收模式，有三

个重要特征：珍惜农民的资源权、重视农民的生存

权和尊重农民的发展权。基于在土地征收中“保

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政策考虑，温州市政府着

眼于实际，定位于未来，以“三分三改”为核心，以

中心镇建设为平台，以农房集聚改造为切入点，促

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村转变为社区、传统农业转

变为现代农业，从而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具体而言，回应“民众

诉求”，围绕着保护农民资源权、生存权、发展权的

需要，“三分三改”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促使土地

征收和谐化进行：

（１）经济层面：“政经分开”“股权制改革”保
收益。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能够和谐进行，

最关键、最根本的是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

利益分配得好，大部分农民也愿意进城实现“市民

化”的身份转型。温州市政府基于这一点，提出

“政经分开”①和“股权制改革”②，以利于农民获取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非土地资源权收益，保障农

民“进城无后顾之忧”。“政经分开”“股权制改

革”的政策，是政府、村民、村两委、村集体企业之

间关系博弈的结果，它使农民在非土地资产改革

中获益，从而为土地被征收后的农民增收解决了

后顾之忧问题。

（２）法律层面：“资地分开”“农用地改革”安民
心。依据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土

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所有

权不能轻易地在市场上交易流动，城市化建设中的

土地征收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发生的土地由

“村集体所有”到“城市国家所有”的转变，其实质是

土地使用权在公有制范围内的移交问题。基于此，

温州市政府为了让农民在土地征收中获益于土地

的用益物权，从而自愿接受征地拆迁，提出了“资地

分开”③“农用地改革”④的制度设计。“资地分开”

与“农用地改革”在法律层面的确认，确保了农民的

土地用益物权，使得农民进城有了“安民心”的物质

基础。

（３）社会层面：“户产分开”“户籍制改革”促发
展。温州市城市化建设面临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

城区“村落”改建的城市化困境，二是农民进城的

“户籍”限制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核心是农民

能否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获取“生存权”和

“发展权”的问题。大量城中村、城郊村、城边村的

出现，影响了温州市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建设的

步伐。如何改造三村，需要解决现行农村土地的用

益物权等产权问题以及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捆

绑”的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薛晴 等，２０１２）。温州市
通过 “户产分开”⑤和“户籍制改革”⑥，解决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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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政经分开”，即把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开，两委组织的运作经费不再由村集体经

济组织埋单，而由地方政府财政支付，从而使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企业收益归村民成员所有，以利于农民增收。

“股权制改革”，即对村级集体经济中的非土地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改革之后，无论是否发生“土地征收”，农民可持

股继续获得收益，也可自由出让自己的非土地资产股份而获益。

“资地分开”，即把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分开，解决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捆绑”管理“过死”的问

题，在保证土地资产公有化的前提下，使得非土地资产能够进入市场自由流动（姜晓萍 等，２０１１）。
“农用地改革”，即依据农村土地使用性质进行分类管理（大致划分为农村耕作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对

农村土地分类进行用益物权改革，以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１）农村耕作地实行“权属性质不变、用途不变、量质不变”三
不变的流转，可以促进耕作土地相对集中，实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益；（２）“农村宅基地”可置换“城市房产”，以
帮助农民进城安居，既能有效降低农民进镇入城的安居成本，又能实现房产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有利于促进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３）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同国有土地一样进入市场的政策，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土地交易市场的形成，从
而把农村建设用地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要素，充分激发城市化的动力和潜能。

“户产分开”，即把农民户口与农民拥有的产权分开，使农民在农村所享有的各项权益（包括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用益物

权、集体经济权益等），不因农村户口转换成城市户口而改变，也不因居住地变化而改变。

“户籍制改革”，即户口以实有人口、实有住所为依据，按居住地登记，剥离依附在户口制度上的身份、职业、公共服务、社

会保障等附属功能，还原户口本来的社会管理功能。从社会层面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民和市民可以同等享有城镇居民的

待遇，同时保护农民在原来农村享有的正当权益，农民就可以自愿进镇入城转变成市民，从而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



进城后的产权问题，以及农民市民化后的公共服务

供给问题，从而使农民由“被动入城”向“主动进城”

过渡。“户产分开”“户籍制改革”的政策，使农民不

再“迷信”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后，也可以拥

有原有的土地资源权益，还可获得市民享有的公共

服务，使农民更加主动接受“城市化”建设，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

温州市回应“民众诉求”，实行“三分三改”，其

政策意义在于：（１）有利于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
政策的和谐化执行。“三分三改”政策，保护了农民

土地上的用益物权，使得农民由“被动入城”转向

“主动进城”。政府可以不再用“强制征地”的手段

征收土地，可以采用市场采购、调换、土地增值入股

分息等手段征集建设用地，也可以预先收购进行土

地储备，减轻土地升值带来的矛盾，从而大幅度减

少土地征收引发的“上访”事件（王华华 等，２０１１）。
（２）有利于促进人才流动，繁荣城乡经济。“三分三
改”政策解决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的土地利益

问题，使农民可以转变成市民，职业身份也从农业

领域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城市

化建设中。同时，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也会促进

消费，扩大经济发展的内需，进而促使城市经济、社

会、政治可持续发展。（３）有利于城市建设科学规
划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总之，“三分三

改”政策把农村土地科学地划分为农村耕作地、农

村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并进行产权改革，使

农民充分掌握土地用益物权，进而合理引导农民接

受“城乡一体化建设”理念，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

征收和谐化进行创造条件，从而形成了“政经分开、

资地分开和户产分开”的温州土地征收新模式。

三、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

革的本质、特征与意义

城市化中非理性的土地征收，容易造成的两

个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社会风险难以

避免。温州市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能够

实现征地拆迁无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谐化进行，其

走出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

收改革路径，对于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理性

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本质：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
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

式，主要是指在政府发布城市规划方案后，涉及土

地征收的群众对于原征地赔偿方案提出“利益诉

求”，并由政府回应“民众诉求”，修正原征地赔偿方

案，以保证“征地群众满意”，从而进行和谐化的土

地征收。其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诉求”的

提出，二是政府回应“民意”。具体而言，是指由“民

众诉求”推动政府征地方案更为客观的、准确地“反

应群众意愿”，实现土地征收中的利益赔偿由政府

“自以为是”向群众“自认为是”的转变，从而促进城

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保民生”与“谋发展”双重

目标的实现。比较而言，“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

收改革模式，在本质上不同于“政府主导”推动的土

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体现在：

（１）“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
“重发展”“轻民生”。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社

会主义并不要求取消地租，而是把地租收归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９５）。许多城市建设开发
商的理论代言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获取“土

地财政”的需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预言，

把马克思社会主义地租理论，“歪曲”为现阶段城

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带来的‘土地增值’归公

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实践

中“发展”出一种“捆绑逻辑”征地理论，认为“城

市化 ＝农村土地国有化 ＋农村农民市民化”，把
“农民市民化”同“土地国有化”捆绑在一起，强制

推行“市民身份”换“农民土地”的政策（王春超 等，

２０１２）。“捆绑逻辑”征地理论，简单地通过“给予农
民市民化的身份”就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

回了，使得“城市化”简单等于“把农村土地国有化，

把农民身份市民化，市民化的农民土地增值归公

化”，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增值权益，却损害了农

民的切身权益。因此，不同于“民众诉求”推动的土

地征收改革模式，“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

模式缺乏对“保民生”目标的追求，在实践中体现出

“轻民生”的特性。

（２）“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
土地征收过程否定“民众诉求”，缺乏“政府回应”。

“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把政府意志

“自以为是”民众意愿，强加给被征地群众，一旦遇

到群众异议，则采取简单的行政强制，如甘肃“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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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强拆”事件、广东“乌坎征地”群体性事件等，既

破坏了政府“行政为民”形象，又不利于政府和群众

关系的长远发展（温家宝，２０１２）。从社会主义社会
公正的视角来看，让一部分失地农民群众来承担城

市化建设的“代价”，而其他社会成员来享受城市建

设的“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非理性的土地征收

方式，容易因“社会不公”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而为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埋下隐患。

城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政策，应该像温州回应

“民众诉求”的征地模式那样确立“谋发展”和“保民

生”的双重政策目标。“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

改革模式，其“谋发展”与“保民生”的政策目标之间

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两美，离则

两伤”。两者的有机统一，既“谋发展”，城市建设有

财力；又“保民生”，农民交地有动力，才能实现城市

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和谐化。

２．特征：民主性、回应性与责任性
（１）民主性。民主性是“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

征收改革模式的首要特征。只有“讲民主”“学民

主”“行民主”，才能保证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工作“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汇总

征地群众“民众诉求”，进而为推动土地征收改革提

供“璞玉”般的“民众诉求”。温州“三分三改”的土

地征收政策就得益于“民众诉求”的推动。而“政府

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则在土地征收政

策制定与执行中缺乏民主性，甚至无视“民众诉

求”，如广东“乌坎征地”群体性事件、云南“绥江征

地阻路”事件等。

（２）回应性。回应性也是“民众诉求”推动的土
地征收改革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民众诉求”只

有在土地征收中得到政府相对应的“诉求回应”，实

施让被征地群众满意的土地征收改革，才能真正实

现“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而“政府

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则不具有回应性

的特征。温州鹿城将军村的土地征收中，政府对于

将军村的“民意诉求”持一种理性的、负责的、民主

的态度，并对“民意诉求”做出了让将军村群众满意

的“返还地＋现金”赔偿的“回应”。
（３）责任性。权力制约问题是法治国家建设

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法治国家应着力建构一种

“责任性权力”。“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

革模式，在执行中遇到“民众维权”时，往往采取简

单的行政强制，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责任性要求（贺

雪峰，２０１０）。而“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
模式，则在土地征收中对“民众诉求”负责任。在

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不能不负责任地、简单

地对“农村的土地”实行“计划经济化”的配置———

“行政定价”，而对“农村的农民”实行“市场经济

化”配置———“竞争就业”，而应该帮助农村、农业、

农民实现全面发展，即“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农民职业化”。温州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城

市之一，其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积极对

“民众诉求”负责任，确定“谋发展”与“保民生”双

重政策目标，采取“三分三改”的经济方式，优化土

地资源配置环境，既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

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又为农民创造“自由择业”的

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给予土地被征收的农民“返还

地”和“置换地”政策，让农民“宜农则农”；给予土地

被征收的农民创业优惠政策，让农民“宜商则商”；

给予土地被征收的农民职业转型培训政策，让农民

“宜工则工”。

３．意义：经济发展可持续与社会风险可
化解

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的土地征收，应该在经

济上给予被征地农民以保护性的政策，以保证农民

被征地后有足够的资源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

而不是目前大部分“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

革实践中给予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偿。地方

政府为了城市建设、ＧＤＰ政绩考核指标，依靠行政
强制力量肆意吞并农村土地或大量对城郊地区进

行“低价”圈地、扩张城市规模，是一种非理性的土

地征收行为。这种土地征收行为，不注重城市建设

的“品”和“质”，既不利于提升城市建设的文化含

量，也不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张曙光，

２０１１）。目前，一些城市建设中，过多注重开发建设
的ＧＤＰ增长和“土地出让金”带来的财政收益，而不
顾及被征地群众的征地前后的“民生”问题和“发

展”问题。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中丧失了合法权

益。低收入会限制消费水平，低消费又会限制生产

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温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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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既能够在回应

“民众诉求”中“保民生”，又能够在和谐的土地征收

中“谋发展”。可见，相比“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

收改革模式，“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

更具有民主性、回应性、责任性的特点，也更能够有

助于化解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实现城市经济发展可

持续。

四、结语

概而言之，理性的城市化土地征收，应本着“以

农民为本”“与农民为善”的工作态度，使得城市化

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既能“化地”（实现工程建设现

代化），又能“化人”（实现农民身份转型市民化）。

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典型

特点是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

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

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

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失地群众生

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其主要启示在于：城

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民

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还是“自上而下”的

“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路径，都必须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城市化建设

的最终目标，应该确立“谋发展”与“保民生”的双重

政策目标；要利用“经济手段”的政策工具，保障农

民的资源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利用“劝导教

育”政策工具做好宣传工作，在合法程序下慎用“行

政强制”政策手段；并将“经济发展可持续”和“社会

风险可化解”作为土地征收政策绩考的两个重要标

准，以推动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理性化、科学化、

和谐化。

参考文献：

蔡继明．２００９．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模式的比较与选择［Ｊ］．经

济学动态（９）：６４６７．

贺雪峰．２０１０．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３８．

姜晓萍，衡霞．２０１１．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农民权利保障机

制研究［Ｊ］．政治学研究（６）：６５７３．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５４５．

塞缪尔·Ｐ·亨廷顿．２００８．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１８．

王春超，荆琛．２０１２．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

贡献与收益分享［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４１４９．

王华华，陈国治．２０１２ａ．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体

性事件防控研究［Ｊ］．中国政治（１）：２６３２．

王华华，王尚银．２０１１．善治视域下的“村民自治”与“村官自

治”［Ｊ］．安徽行政学院学报（２）：７７８１．

王华华，王尚银．２０１２ｂ．中国土地征收政策社会公正化：由

“保障”到“保护”［Ｊ］．理论与改革（３）：５１５５．

温家宝．２０１２．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Ｊ］．新华文摘（７）：４７．

温铁军，郎晓娟．２０１１．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基

于１００村１７６５户的调查分析［Ｊ］．管理世界（３）：６６７６．

薛晴，刘俊英．２０１２．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与我国省域城

乡一体化发展［Ｊ］．改革与战略（１）：３６３８．

易千枫．２００８．对我国城市经营型旧城改建实践的思考———

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Ｊ］．规划师（４）：５９６３．

张曙光．２０１１．对温州模式的若干思考［Ｊ］．浙江经济（１）：

１４１５．

（编辑：夏　冬；校对：段文娟）

８１

王华华，王尚银：论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


